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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的知识生产受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影响，分别要求以学术为本与适应社会需要。随着大学内外部制度环境变化，知识生产的契约关系及大学学术观内涵的改变，使大学知识生产传统的学术逻辑亦发生改变，变化后的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既有二元对立也有交叉融合，且二者在持续的交互作用中实现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逻辑平衡。要在回应学术逻辑的基础上兼顾市场逻辑，“学术性企业”将成为除传统大学类型之外大学发展的新向度；形成连续一体化的多维度制度安排，大学将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主体构成“四重螺旋”创新体系的知识生产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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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influenced by academic logic and market logic. The market logic required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be academic-oriented, while the market logic required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be market-orient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ct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academic of university also made the academic logic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altered. Nowadays, the academic logic had crossing points as well as contradictions with market logic, and they achieved the logic balance in the change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So as to response to both academic and market logic, academic firm will be the new type based on traditional types of university; constructing the continues institution and founding an innovative system of “Quadruple Helix” included by university,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civil society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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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统一体，大学知识生产亦有其内在的学术逻辑与外在的市场逻辑。传统的大学知识生产遵循内在的学术逻辑，以“为探究而探究”为原动力，以从事纯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以生产“纯粹知识”为主要目标。但随着市场、社会力量的不断渗透及政府的部分退出，大学知识生产发生巨大变化，“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 )、“三螺旋”(triple helix)、“创新科学”(entrepreneurial science)等理念的提出，反映出大学职能拓展及知识生产领域的重大变革，大学及其教师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同时，将更多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更具市场价值的知识生产领域，与现实社会各方利益与期盼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其内在规律的特殊性源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大学“定向化”“市场化“的科研行为及政府、企业等知识需求方的影响，使大学知识生产不仅遵循学术逻辑，还遵循市场逻辑。

随着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的凸显，其知识创新能力却备受争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型大学知识产出与社会各方之间的供求张力。为了增强大学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总体方案》的通知，“双一流”建设目标亦显示出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与市场两种逻辑是否完全对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是受“学术” 抑或是“市场”的支配？面对已然变化的制度环境，应当如何变革大学的知识生产以平衡与兼顾两种逻辑？本研究拟从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与市场逻辑出发，基于知识生产的内生规律和外在需求，在追溯大学知识生产的逻辑基础，反思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内在机理及实践观照的基础上，对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展开理论阐释和路向探索。

1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

1.1  学术逻辑的演变

学术(academic)源自柏拉图创办的高等教育学校(academy)，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1]。从起源上看，便具有“与学院相关”和“非实用性”两个显著特征。学术作为志业，学者响应内心的召唤，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义无返顾地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知识生产源自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实现了知识生产在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化，改变了知识生产只作为学者的“好奇心”并与社会脱节的状态，“转向德国式的大学和研究，即意味一种纯粹知识观形成”[2]。早期大学知识生产致力于通过纯粹知识去培养心智高贵自由的人，充满学术传承性，以探究为核心，以学科为载体，学术逻辑作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内在基因一直延续至今。但随着大学学术观的拓展及知识生产契约关系的演化，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亦发生改变。

知识生产契约关系以及大学所处社会形态的转型使得市场逐步渗入学术场域，改变了大学职能的同时拓展了大学的学术观，进而改变了传统学术逻辑。知识经济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以“军事竞争力”为核心的科学政策向以“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科学政策转变，“许多政府和机构的政策举措也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创新性、可持续和繁荣的区域及国家经济中大学知识商业化所起的作用”[3]，政府与科学之间以隐含形式存在的传统“集体契约”逐渐被明确的“个人契约”所取代，不同契约关系下理论向度、关系模型、知识属性、目标导向等均发生了转变(见表1)。这似乎是知识生产与应用从“线性模型”到“巴斯德象限”的转变。“线性模型”代表了知识生产与应用的“二元分立”模式，从而建构起政府与大学集体契约，即：科学共同体可潜心于基础研究，不必关心应用目标和国家利益，亦能自然而然为国家利益服务[4]。“巴斯德象限模型”通过“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一类研究，证明了科学与技术之间互动的“非线性交互性”[5]，科学研究前景和对社会需要的判断相结合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新任务。

表1  知识生产契约关系的变化

	内容
	隐含的集体契约
	明确的个人契约

	理论向度
	普遍主义
	私有主义

	关系模型
	线性模型
	巴斯德象限

	知识属性
	公共产品
	私人产品

	目标导向
	解决科学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

	激励机制
	界内承认
	市场认可

	结构体系
	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扩散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互


大学学术观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而拓展，从而影响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学术”源于欧洲狭义经典学术观，中世纪大学的学者“并不追求知识的实际应用，只是追求从知识到知识的逻辑……知识的应用是获得更高级的知识，而非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6]。德国大学依然坚守着经典学术观，在“洪堡模式”和“纯科学”的传统下，大学是不从事应用研究的，德国大学甚至禁止医学教授为病人看病，工程学之类的技术科目亦不能被排斥在大学课程之外。经典学术观的局限性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逐渐显露，对此，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 [7]将学术内涵区分为作为知识结果的学术和作为知识活动过程的学术两种形态，前者指高深学问本身，“它忠实于真理，不仅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后者指学者探索、发现、保存、应用并传递知识的活动过程，体现学者的学术化生存逻辑，以带有德国大学“遗传基因”和实用主义“变异特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为典型代表。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等同于“研究”弊病的出现，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 L. Boyer) [8]将学术的内涵拓展为“发现的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综合的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应用的学术”(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和“教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多元学术观一方面肯定了探究是一切学术的开端和学者生存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明确了大学应将知识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整合以避免学究式的迂腐，即激励应用知识的学术活动，也给予教学学术以充分的尊重和地位[9]，将学术置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之中，促进了知识社会中大学的多样化发展。如表2所示，大学学术观的演变贯穿于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学术的价值、内涵、任务、目标、理念及载体等多方面。

表2  大学学术观的演变

	内容
	经典学术观
	二元学术观
	多元学术观

	大学类型
	德国研究型大学
	美国研究型大学
	后现代多元化大学

	学术价值
	内在价值
	价值与使用价值统一体
	多元化价值

	学术内涵
	科学探索与认知
	认知与应用
	发现、综合、应用、教学

	学术任务
	追求从知识到知识的逻辑
	追求科学、真理并付诸

现实应用
	发现真理、整合知识、付诸应用、实现传承

	学术目标
	学者研究志趣及自身利益诉求
	学者研究志趣及社会各方利益诉求
	学者研究志趣及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

	学术理念
	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学术载体
	学科组织
	学科与跨学科组织
	多元化组织（包括虚拟组织）


    契约关系及大学学术观的演变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进而触及到大学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如表3所示，在传统学术逻辑下，大学是科学知识生产的唯一提供者，专业化的学科组织被认为是增进人类共同知识最有效的载体，对产出的“纯粹”知识的评价采取同行评议原则；在变化后的学术逻辑下，大学知识生产在遵循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又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大学从知识垄断者逐步朝着与各类机构的合作者、社会知识弥散系统的参与者等角色转型，跨学科组织成为复杂性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大学的知识生产正在从传统型基础性知识生产向基础和应用型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转型[10]，对知识的评价必须接受“阅听人”不同标准的质量验收。

表3  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演化

	内容
	传统的学术逻辑
	变化后的学术逻辑

	生产主体
	单一创新主体
	国家创新体系

	生产载体
	学科组织
	跨学科协同

	生产目标
	增进人类知识
	发展定向性知识

	生产内容
	“纯粹”知识
	“应用”知识

	生产评价
	同行评议
	社会问责


1.2  市场逻辑的生成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是内部基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虽然内部学术逻辑在大学知识生产中仍起主导作用，但亦不可阻挡市场逻辑的不断输入。当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赠地大学在《莫里尔法案》(Morill Act)的促动下，将大学职能拓展到应用高深知识伊始，大学已逐渐受市场影响；当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创业型大学首创硅谷高新园区，及此后《拜杜法案》(Bayh-Dole-Act)等的促动，大学开始将其科研成果直接运用于产业界，进一步拉近了与市场的距离。大学知识生产更多趋向于“效率原则”与“实用原则”等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不仅表现为自然科学在研究型大学的支配地位，亦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实用性和政治化日趋显著，更是形成了基于实用性强弱程度不同的知识生产中的“马太效应”，以及知识产出呈“两头大、中间小”的纺锥形结构[11]。

究其原因，大学知识生产的市场逻辑在政府的部分退出和各方压力持续介入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密切相关。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例，霍普金斯大学的R&D经费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17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占总额的86.7％，较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直保持在90％以上的比例呈下降趋势。2010，康奈尔大学来自州和地方政府的R&D经费总额为6.7亿美元，占总R&D经费的8.9％，这一比例在1992年高达13.4％，期间下降了近5%[12]，与此相对，来自产业界的R&D经费资助比例则持续上升，1980—1990年，企业对伯克利加州大学投入R&D经费从5.1亿美元增至16亿美元[13]。1992年至2010年间，斯坦福大学R&D经费中，来自企业的资助由1.2亿美元增至6.1亿美元，其比例由3.2％增至7.3%[14]。
市场化一方面体现为大学的企业化和对利润的追求。在知识生产和运用过程中，大学更多以市场主体身份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以竞争为准则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突出表现为大学科技园[15]。1994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个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业企业联系的调查，发现美国大学与工业通过大学-工业合作建立研究中心等途径，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桥梁。1990年，美国共有1 056个此类研究中心，总费用达41.2亿美元，其中29亿美元直接用于研发[16]。不仅有广为人知的斯坦福-硅谷工业园、MIT、哈佛-波士顿科研中心，英国剑桥科学园、北京中关村亦是各国崭新模式的典范。与此同步的是，大学内部结构的企业化倾向，其重心明显向技术转让和组建公司转移，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机构，与生产部门形成了新的组合[17]。以中国部属高校为例，其技术转让收入从2000年的8.2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7.52亿元，12年间增长了2倍多；科技服务课题拨入经费从2000年的17.4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87.3亿元，12年增长了5倍多[18]。
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和大学知识生产的量化管理。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同时不仅是生产力，更是意识生态，实用性更强的学科通过其对现实世界全方位的渗透，实现了在知识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意识形态化。这种科技主义意识生态更渗透到大学知识生产的管理上，知识生产质量的量化评价被持续强化。这种量化管理及其弊端已成为中外大学科研管理的通病，其产生的诸如自然科学中基础研究受挫、创新力不足，人文社科中肤浅化、泡沫化等诸多危害亦是不言而喻的。

但大学知识生产的市场化并非就此止步，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本身趋向“民主性”，大学亦不再是知识生产领域的唯一支配着，转而成为“生产者和运用者之间的重要调节器” [19]。社会弥散式的知识生产驱使大学更为开放，学科结构更为松动，组织形态更为疏松。大学与社会通过“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连接起来[20]，大学必须承担起“社会”与“学术”两种责任。当今经济全球化、社会知识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大学职能的内涵愈加丰富、边界日趋模糊、形式更为多样，在各类要素驱动下，大学多样化职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创新的基础上，亦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创新的源泉[21]。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的一系列效应使大学知识生产必然受市场逻辑的制约。以需要配置资源、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指标成为衡量学者知识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学知识生产学术逻辑不再是存在的“充分理由”，其合法性不断降低；多元化知识市场需求使大学知识生产的内容及评价标准也趋于多元化，不同的评价主体赋予了知识产出质量以不同的内涵：学术共同体以将对人类科学知识的贡献作为主导衡量标准；共同体之外的政府、企业则以知识的可迁移性、应用前景、问题解决能力、获利水平等作为评判指标。大学的知识生产除了具备学术探究性外，还要回应市场需求。

3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逻辑平衡

从洪堡理想时代到学术资本主义，实现了大学内在学术性与外在社会性的统一。洪堡理想时代，大学基于“新人文主义”思想，主张用人类一切“真”的“纯粹”的知识培养人，形成重理论探讨轻实践应用的发展模式，强调大学的学术性。学术资本主义时代，“实用主义思想”占据上风，认为大学应源源不断地推动国家建设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强调大学的社会性。大学知识生产无论是基于认识论哲学，抑或是基于政治论哲学，二者之间既有“非此即彼”的对立，亦有“共生共存”的统一。

作为最具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的社会机构，传统的学术逻辑自大学诞生之日起便扎根于大学的内在基因之中。在传统的学术逻辑下，大学的知识生产基于专业化的认知情境，以探究真理为最重要内容，以认识论哲学为指导，不受外部世界干扰，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贡献于人类的科学事业，学者体现出制度性的精神气质。相对于学术逻辑，市场逻辑是外生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发展对“不问世事”的知识生产的传统逻辑提出挑战。市场逻辑要求大学不仅要生产“纯粹”的真理以增加知识存量，更要产出服务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各类型科技成果。正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的争论，大学知识生产的传统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存在“二元对立”。不可否认，市场原则下，利润和效益为核心评价指标的知识生产体系下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能丰富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但这只是知识的“冰山一角”，而非知识生产的全部内容，知识生产中还囊括大量关于无法被直接运用的基础理论，即知识本身，亦佐证了“学”与“术”的和而不同以及大学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相辅相成。

作为影响大学知识生产的两种逻辑，“学术”与“市场”各自的不足不言而喻。完全遵循前者，将使大学回到封闭状态；彻底靠近后者，将引发大学的世俗化及组织独特性的消亡。传统学术逻辑在各种力量作用下不断拓展，持续拓展的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有共生之处。美国学者针对材料工程专业研究人员的调查得出：调研对象认为市场对学术文化整体上未产生很大影响，市场与学术有一定互补性[22]。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办学的成功经验亦从实践上证明了二者的相容性。如图1所示，一方面，传统学术逻辑在知识生产契约关系变化和大学学术观拓展的促动下，形成更新后的学术逻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及大学职能的开拓又使大学知识生产具有市场逻辑。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逻辑基础便在融合更新后的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知识的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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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逻辑基础

学术和市场两股拉力构成了大学知识生产逻辑平衡的动力场(见图2)。当大学知识生产活动完全秉持传统学术逻辑而与市场逻辑（社会需要）彻底脱离时，便会受到市场逻辑的拉动；反之，当大学知识生产活动彻底导向市场逻辑而与学术逻辑渐行渐远时，又会被学术逻辑拉回，从而实现动态发展的逻辑平衡。在两种逻辑的二元对立和交叉融合中，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以学术逻辑为基础，并灵活地适应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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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学知识生产逻辑平衡的动力场

4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路向探索

二战后，知识生产演变的相关理论不断涌现，如，戴雷克·普赖斯(Alake Price)的“小科学”与“大科学”的论述；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6位学者提出的从“模式Ⅰ”向“模式Ⅱ”的转变；以及约翰·齐曼(John Ziman)对“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时代特征的阐释。大学知识生产变革除了遵循知识生产演变的一般规律外，因其与大学组织的天然联系而又具有自身特性。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 [23]明确大学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稳定地保持其产生之处的理念和足够地行动同支撑它的社会保持联系。大学知识生产变革路向必须兼顾上述两种条件，亦是对两种逻辑动态平衡的回应。

4.1 生产主体多元化：大学角色的合理向度

知识生产逻辑的动态平衡对其主体多元化提出了现实需求；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又为生产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背景。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虚拟大学、营利性大学、高等教育公司等形式相继出现，高等教育正演化成一种“无边界”结构，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正如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适应多元化需求，产生了以探究高深学问为本质的常春藤大学、以服务州农工发展为宗旨的赠地大学及以高等教育普及化为目标的社区学院等。21世纪全球性知识社会背景下，多种知识生产范式的共存及弥散性，使生产主体的多元化成为现实需要，各主体在大学知识生产逻辑框架中的位置如图3所示。在回应学术逻辑方面，研究型大学将继续承担带有批判反思性和哲学思辨性的纯粹知识探究，在发展认知理性的基础上担任起引领社会发展的角色；在满足市场逻辑方面，创业型大学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实践产物，

将在钻研原创新科技成果和市场导向的研究上寻求结合点，将“创业科学”发展到更高阶段。此外，作为经济与大学之间良性互动的支撑力量，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的平衡主体，学术性企业(academic firm)将成为大学发展的新向度，它激励企业员工对知识进行逻辑编码，激励科研协同和创新网络，将企业研发有限地科学化[24]。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相比，学术性企业在参与基础研究的同时，将其核心定位在创造商业利润和价值上；较商业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又更强调知识和创新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并在与创业型大学的“水族叠合”中，灵活地回应大学知识生产的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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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学知识生产逻辑平衡中各主体关系结构

4.2 制度安排多维度：运行机制的动态平衡
大学知识生产逻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在践行社会服务与践行追求真理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因而，制度安排的多维度便成为大学知识生产内部运行机制的应然路径。如图4所示，不同的运行机制处于学术和市场这一动力场的不同位置，以兼顾知识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如：第一，个体自由式探索有效地回应了知识生产的传统学术逻辑，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大学如何变异，这一模式已流淌在大学的血液中不会消失。即使实用主义导向显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其基础性知识生产的特质并未改变。第二，以国家需求为主的多主体协同运行在秉持学术逻辑的基础上，跨越学科障碍，兼顾了国家在大科学时代对重大科学问题的需要，一定程度地考虑了外在逻辑。第三，产学研一体化直接聚焦于工业产业需要，大学、企业、研发机构通力合作，在研究、开发、生产过程中冲破学科组织和管理制度的障碍，将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紧密结合，进一步向市场逻辑靠拢。第四，定向服务式生产通过市场机制与客户之间在相互选择的过程中达成协议，实现了研究目标、服务对象、工作任务、成果形式、质量控制、产权归属的明确性，为适应市场需要提供尝试空间。当然，制度安排的多维度远不止于此，随着实践探索的持续深入，多种运行机制将完全覆盖知识生产动力场，以填补两种力量间的连续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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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学知识生产的多维度制度安排

4.3 生产范式协同性：多元利益的整合回应

对于无处不在和日益强化的市场逻辑，建构多主体协同性知识生产范式，彰显学术逻辑，整合多元利益更具紧迫性，原因在于大学与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对称收敛”，即大学与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的加深是不对称的。有学者指出：虽然市场、资本、产业对大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大学所固有的逻辑和文化却未能以相应的速度和深度对“市场力量”产生相同影响力，表明“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和产业部门之间整合形成的结构并不具有稳固性，二者之间的不对称将迫使较弱一方丧失其在文化上的独立性”[25]。

2003年伊始，华盛顿大学教授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Elias G. Carayannis)等学者阐述了欧、美、亚三大区域的“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和“知识集群”(knowledge cluster)的知识生产现象，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应对两种逻辑、整合多元利益的新范式。大学应建立一个以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和多边界为特征，并以联合演进(co-evolution)、联合专属化(co-specialization)和共同竞合(co-competition)为逻辑运作机理的多维协同创新系统[26]，从而在“三重螺旋”的基础上建构起包括政府、产业、大学及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四重螺旋”创新系统[27]。“四重螺旋”协同性知识生产范式通过引入“公民社会”这一主体,能缓解大学知识生产完全导向市场逻辑和知识生产极端工具化倾向所带来的威胁,在承认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存在本质差异的基础上，融入公众文化、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和媒体交际方式等要素，以实现辩证思维方式与纯机械化思维方式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以学科为基本存在状态的各类知识的生产模式亦有显著差异，除了各学科领域知识本身的特殊性外，社会各主体对不同知识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亦有显著差异。例如，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为代表的知识领域早已成为高科技企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宠儿”；人文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则与市场一直处于疏离状态。因而，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只是尝试探索内外部环境变迁对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一种整体性趋势。学术性是大学知识生产的根本逻辑，但社会对知识的多样化需求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我们一味崇尚市场逻辑，大学必会成为“富裕的穷人”；如果我们只坚持学术逻辑而不能对变化中的社会形态及社会需求作出适当回应，大学的知识生产将不可避免地被高度发达的知识社会所淘汰，更何况当前知识生产遵循的传统学术逻辑本身已然发生了变化。“通过学术研究产生新知识，这是大学的生命所在”[28]，澄清大学知识生产的逻辑基础，建构合理的变革路向，方能使这一生命体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局, 1981:5.

[2] 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470.

[3] ROBERT HUGGINS. Universities, knowledge networks and regional polic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1(2):321-340. 

[4] VANNEVAR BUSH.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endless frontier [R]. Washington D. C.：Unite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45:6-7.

[5] 司托克斯D E. 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 巴斯德象限 [M]. 周春彦,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75.

[6] 张应强.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69.

[7] 约翰 S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4.

[8] 欧内斯特 L 博耶. 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75.

[9] 程悦,刘赞英,刘兴国. 论大学的学术属性及其本然生成逻辑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6):15.

[10] PETER SCOTT. Changing player in a knowledge society [M]//GILLES BRETON, MICHAEL LAMBERT. University and globalization: private linkages, public trust [M].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3:221-222.

[11] 朱新梅. 对知识生产实用化的批判 [J]. 复旦教育论坛,2004,2(4): 7. .

[12] 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 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4-75.
[13] 马万华. 全球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伯克利加州大学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2): 52

[14] R·阿特肯森,W·傅兰皮得. 科学研究与美国研究型大学[J]. 余慧萍编译. 复旦教育论坛, 2009(3):10.
[15] SHELIA SLAUGHTER, 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M].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7-8.

[16] FLORIDA R, COBEN W. Engine or infrastructure? The university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LEWIS M BRAMSCOMB. Industrializing knowledge: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 in Japan and the Unite State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1999:594.

[17] 亨利 埃兹科维茨. 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 [M].夏道源,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1.

[18] 朱冰莹,董维春. 是“学术的家园”还是“市场的后院”:从经费投入透视现代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路径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14): 133.
[19] 杰勒德 德兰迪.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M]. 黄建如,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33.

[20] 王建华. 知识社会视野中的大学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2(3): 35-42.

[21] GOLDSTEIN H A, MAIER G., LUGER M L. 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rument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U. S. and European comparison [M]//DAVID D, BARBARA S. 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 through a class darkly. Elsevier Science Inc.: Higher Education,1995:105-133.
[22] PILAR MENDOZA, JOSEPH B BERGER.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academic culture: a case study [J].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 2008,16(23):1-23.

[23] ERIC ASHBY. Universities: British, Indian, African:A stud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M]. London: The Weldenfeld and Nicolson Press, 1966:1.

[24] DAVID F J CAMPBELL, WOLFGANG H GUTTEL.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firm: research networks an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business R&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5(31):1-2.

[25] KLEINMAN D L,VALLAS S.  Science,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 worker: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Unite States [J]. Theory and Society, 2001,30(4):451-492.

[26] CARAYANNIS E, CAMPBELL D.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diffusion, and use in innovation network and knowledge clusters:a comparative system approach across the Unite States, Europe and Asia [M]. London: Praeger, 2006:1-26.
[27] CARAYANNIS E, CAMPBELL D. “Mode 3”and “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9,46(3-4):201-234.

[28]詹姆斯 杜德斯达. 21世纪的大学 [M]. 刘彤,屈书杰,刘向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作者简介：朱冰莹（1984—），女，安徽黄山人，讲师，博士，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
研管理与高等教育管理；董维春（1964—），男，江苏兴化人，副校长，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
学术逻辑


（内生）





市场逻辑


（外生）





知识生产契约关系变迁





大学学术观


演变





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





大学职能


持续拓展





更新后的学术逻辑








知识的


市场逻辑





二元对立





融合共生





学术逻辑





市场逻辑





逻辑平衡





学术拉力





市场拉力





市场逻辑





学术逻辑





大学知识生产逻辑平衡





研究型大学





创业型大学





学术性企业





学术逻辑





市场逻辑





学术拉力





市场拉力





个人自由式探究





多主体协同运行





产学研一体化





定向服务模式








PAGE  
10

